
王大珩：“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 

1948 年，满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从国外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

在我国几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

设备，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1951 年，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让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的工作，新中国的

光学事业从此开始起步。 

  “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寻找不到一处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础，中国几乎就没有应用光

学！”王大珩曾说，对他而言，在“没有”面前，他没有退却和逃遁，“没有”才意味着有

可能从事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事业，“从此，我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

学事业。” 

  从保存在光机所档案室里王大珩当年亲自做的预算和规划看，他“一生的追求”，从

1400 万斤小米开始。这是他当时所有的经费。 

  1952 年，仪器馆在长春建立。王大珩组织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技术人员，建立起光学

物理、光学玻璃和光学机械等 3个实验室和两个实验工厂。3个实验室繁衍为后来长春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诸多研究室，两个实验工厂中的上海实验工厂已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光学

行业骨干企业——上海光学仪器厂，长春实验工厂发展成为机械工业的骨干企业——材料试

验机工厂。 

  筹建仪器馆，王大珩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应用光学专业的龚祖同。

龚祖同 1938 年回国后，就一直为发展中国的光学事业，为研制光学玻璃而四处奔波。王大

珩立刻任命龚祖同为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并郑重地把自己最看重的研制光学玻璃的工作交

给了他，同时交付的，还有王大珩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他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 

  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为光学玻璃做了很多学术准备，也牺牲了很多个人利益的王大珩，

为何把到手的机会让给别人？ 

  “说老实话，我何尝不想！这显然是一件谁做谁出成果、谁做谁出名的事。那么，究竟

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呢？”王大珩说，是责任！此时的他，心中只怀着一个信念，那就是

尽快搞出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至于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后面永远留下的是龚祖同的名字，

他没有遗憾和私念，唯有祝贺和感激。 

  同时，为了建立光学设计基础，王大珩在仪器馆亲自领导组建了光学设计组，并举办全

国光学设计训练班，培养出不少后来成为国内很有成就的光学科学家。仪器馆在他领导并具



体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光学设计、像差理论和像质评价，光学加工和光学检验，光学玻璃配

方，光学薄膜技术，光度和光学计量，精密刻划和光栅刻划等技术基础。 

  其中，由他主持开设的光度、温度、长度等计量研究工作，成为后来成立的中国计量科

学研究院某些工作的技术基础。 

  王大珩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临。1958 年，《人民日报》大篇幅报道了长春光机所研制出

一批开创新科技成果：第一台红外夜视光学设备、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

显微镜、第一台多臂投影仪、第一炉光学玻璃等等，俗称“八大件、一个汤”。 

  在那个全国上下浮夸成风、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封锁的年代，这样的成果承载着太多科

学以外的意义。 

  “八大件，一个汤”的成功，也让历史再次选择了王大珩。 

  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我国决定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在这项彪炳史册的大型工程中，

王大珩带领近千人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

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以

及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 

  “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主动要求去扫厕所，顶着巨大的压力，采取各种策略，保证了

长春光机所所有军工项目的研制，不仅按时为“两弹一星”提供了高质量的光学设备，而且

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 

  直到今天，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

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也因此，1999 年 9 月，他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他在公众面前最公开、最

隆重的一次亮相。 

863 计划，是他生命中另一个重要标签。 

  1986 年初，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部长的王大珩，在参加完一个对美国“战略防御计

划”的研讨会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的关于“星球大战”的著名演讲，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根据

未来“星球大战”要求，要构筑起庞大的战略防御体系，这对尖端科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水

平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苏联制定了“高科技发展纲要”，而法国也提出

了“尤里卡计划”。 

  中国该怎么办？部分专家认为，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能在国际竞争

中占据优势，因此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高科技，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力还不具备全面发



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我们也有经济实力的

时候，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 

  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王大珩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

用钱买来的。正在他焦急思索时，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先生来到他家。原来，

陈芳允也和他一样，开完会后心情焦急难耐，就跑来找王大珩商量办法来了。 

  当天晚上，王大珩就开始动手写《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因

为这件事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建议写完后，我除了和陈芳允商量外，又找到了

担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王淦昌和担任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两位

先生，请他们一起帮助斟酌。”他曾回忆说。 

  他在建议书中写道， “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

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封“走后门”——经由王大珩的助手、邓小平的女婿递交的建议书两天内就得到邓小

平 “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 

  后来按照邓小平的批示，依据王大珩等 4位科学家的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了 200 多位专

家、学者，经过全面论证和多次修改，终于制定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获得

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批准。这就是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世界高科技竞争起跑线上的 863 计划。 

  863 计划实施至今，不仅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也使我国的科技在诸

多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 

  除 863 计划外，近 20年来王大珩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1988

年，建议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1992 年，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

并最终促成 1994 年中国工程院的建立；1993 年，提出加强原子、分子尺度上的纳米技术研

究；2001 年，提出“加快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议”„„ 

  他一生无法忘却的“感叹”——中国的精密仪器不能依赖外国 

  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是我国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在北京

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他也是对王大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1915 年，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那时父亲已经留学日本八年。父亲给王大珩起的小

名叫“膺东”，寓意就是满腔义愤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父亲一生始终认为只有靠现代科技才

能使国家强大起来。 



  王大珩对光学的爱好，源于父亲的职业。 1929 年，他随父由北京至青岛，就读于礼贤

中学，学业优秀。学业之余，他常去观象台跟随其父观测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观察

天体景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此期间，其父讲述研制成功风力计的故事，以及苦于国内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而要依

赖外国解决的感叹，在王大珩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科学熏陶和教育，对王大

珩后来攻读物理与光学玻璃，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与仪器制造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1932 年，17 岁的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尽管父亲跟他说学物理会穷一辈子，但

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一直记着父亲的感叹，也因为，他早就听说清华大学理

学院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大师。 

  “这些清华的有名的教授，在人生观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示。”他回忆说。 

  叶企孙先生是王大珩最钦佩、最敬重的老师之一。抗战爆发后，叶先生始终教导学生要

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老师深沉的民族大义和拳拳的爱国之心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王大珩，

后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直是王大珩最爱唱的一首歌。 

  “我头一次听这个歌是在船上，当时在船上的学生都是一起从天津往南走的，上面也有

东北流浪的学生，这个歌是从他们嘴里唱出来的。”王大珩说，“到国外的时候我还在同学

面前唱这首歌，人家都觉得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很有感情，这个感情就是一种爱国、救国的心

情。” 

  1938 年，王大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两年后，他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

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光学玻璃当时被西方各国视为重要的

保密技术。为了学到这种中国还没有的技术，1941 年王大珩转学到英国雪菲尔大学玻璃制

造技术系，跟随著名的玻璃学家特纳教授学习。 

  尔后，让许多人不解的是，他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去昌司公司当了一个实习生。

2005 年，他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从书里了解了光学玻璃制作的内容，懂一些

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很少，“当时不像现在这样看重学位，我觉得这些事可做可不做。” 

  尽管被约法三章，且不准进公司工厂，只能在实验室工作，但车间出问题还是得在实验

室解决，王大珩相信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就这样，怀着报国的使命感，在英国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中，王大珩掌握了许多当时保密

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关键技术，还研制出快速测量玻璃光性精确度的 V棱镜折光仪。这

一切，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心中不可逾越的底线——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王大珩一生桃李满天下，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蒋筑英、著名的光学家马祖光、中

科院院士陈佳洱等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中已成为院士的近 30位。 

  但他曾经说过，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由他提名当选院士的。学生们从王大珩那里得到的，

除了学术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做人与做学问的态度。 

  1982 年，他的学生赵文兴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会议上发

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王大珩一眼就看出他的名字署在前面，他改了过来。他觉得，

文章的观点虽然是他在英国时提出的，但一直未证实，是赵文兴成功地做出了实验，最大的

功劳理应是他，但赵文兴在定稿时又把老师的名字放在了前面。 

  “这引起了我的重视，署名的事情看起来很小，实际很大，做导师的在署名问题上应该

十分严肃，不能仗着自己是导师，就不管做没做主要工作都要把名字署在前面，”他在自述

中说，“这种署名是丢人格的，导师应该用行动向学生证实这个道理，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

做人。”最后，他又将署名更改过来。 

  “他 90 岁生日的时候，提出‘不准请当官的、不准请媒体、不准歌功颂德’三个要求，

我们都答应了以后，他才同意仅与他周围以及曾经一起工作过的科学家共进午餐。”张开逊

回忆。 

  对于“光学之父”的称呼，他曾恳请：“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

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

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他一生中恪守的另一个信条是 “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 。 

  有一次，有个公司提出请王大珩和何泽慧、彭桓武三位去做顾问，他们的待遇是除了每

月可得到一笔顾问费外，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旅游。在王大珩看来，当顾问虽说不必负太多

的责任，但也不能稀里糊涂就答应。在认真了解该公司的具体情况后，他发现这个公司的业

务与三人的专业根本没有关系。 

  “这怎么行？”对于他的疑问，对方意思很明确。王大珩说，“并不指望这三个老家伙

做什么事情，要的只是我们头顶上这个著名科学家的名。我一听是这样，当时就毫不迟疑地

把这个顾问给辞掉了。” 

  不仅自己推了这个顾问的职位，他还去找何泽慧和彭桓武，让他们也不要去了。 

  对各种名目的成果鉴定会，“只要和我专业没关系的我一律回绝，有关系的我只要参加

就一定要说实话，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就应该有一说一，决不能顺人情说好话”。 



（资料来源：《科技日报》，2011 年 7 月 22 日） 


